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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治理与中国作为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全球治理的观念是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一方面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

势，另一方面又要对国际事务有一个共同的治理准则，所以提出了全球治理的观念。二战以后，在战争时

期发明起来的电子、核子，战后转为民用，以电子、核子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得到迅猛的发展，从而带动了经

济的高速增长。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转型升级，跨国公司发展，更是使得各国生产互依互补，加上

世界物流的加速，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于是出现了如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来协调全球的经济活动，随

着大气污染治理、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全球治理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全球治理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在教育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间科技、文化和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互联网的产

生，使各国人员的交往更加频繁而便捷，留学生的急剧增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加速了科技和文

化教育的交流和合作。但同时也出现了各国学制不同、文化差异、学位互认等交流中的问题。因此教育

的全球治理也提到议事日程。这就是全球教育治理的历史时代背景。

其实，教育的全球治理，从二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主要任务是着力于恢复战后教育秩序，帮助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国家发展教育。随着６０年

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各国开始重视教育的发展。许多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也都开始关注

各国教育的发展，把教育作为发展经济，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从而国际组织成为参加全球教育治理的

主体。如世界银行１９６３年发放第一笔教育贷款，于１９７０年成立了教育部门，并于１９７１年发表了第一份

教育报告。经合组织早在６０年代就开始收集教育数据，帮助各国为教育规划提供数据和开展各国教育

政策评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众多报告更是影响到各国教育的发展。如１９７２年的《富尔报告》、１９９６
年的《德洛尔报告》和２０１５年的《反思教育》的报告，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要求，影响到各国教育的改革和

发展。特别是１９９０年在泰国宗滴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促进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满足每个人的

基本学习需求。虽然全民教育进展比较缓慢，但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发展。欧盟成立以后，开展了

博洛尼亚进程，企图实现欧洲教育一体化。这些都是各国参加全球教育治理的计划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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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以后，中国就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活动。１９７２年我国派出

以驻法大使黄镇为团长、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

大会。１９７４年又以胡沙为团长、张维为副团长的庞大代表团出席了第十八届大会。张维院士在会上当

选为执行局委员。我有幸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表决，

接触到终身教育的理念。１９８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圆桌会议，讨论迎接新世纪的教育，提

出国际理解，“学会关心”的理念。我国学者也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周南照参加了《德洛尔

报告》委员会、唐虔先生担任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助理总干事，王一兵、周南照、汪利兵担任了教科文组织亚

太地区教育局的高级官员，他们为教育的全球治理作出了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很重视中国教育的

经验，在中国设立国际工程教育中心、农村教育研究中心、教师教育中心、高等教育创新中心等二类研究

中心。我希望把这些中心办好，为教育的全球治理作出中国的贡献。但总体上来讲，中国人担任国际组

织职员的人数太少，中国的声音还很小。据统计，联合国秘书处有职员４万余人，中国籍职员只有５百余

人。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联合国任职的却只有百分之一，任高级职务的更少，与中国的国际地

位很不相称。由于文化的差异，社会制度的不同，中国参加全球教育治理会遇到许多困难。但中国教育

取得的伟大成绩已为世界瞩目，ＰＩＳＡ测试的成绩，也使世界刮目相看。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倡议，促进

了我国与沿线国家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合作。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两年新冠病毒肆虐，西方国家中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守

主义、民粹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这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但我们认为，全球化的大势不

可阻挡。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的产业链不可能中断，各国无法摆脱相互依存关系。此外，科学发展没有

国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互相借鉴，共创共享。

中国要参加全球教育治理，就要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

个大局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方面我国教育要深化改革，把我们自己的教育搞

好，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同时要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介绍中国的教育理论概念、范畴、模式、方法。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教育的理念，争取教育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加国际合作与

交流，互相学习，促进理解，促进民心相通，真正助力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教

育走出去提供了契机。我们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的了解，在建设过程中加强文化教育的交

流与合作，促进互相理解，民心相通。

中国要参加全球教育治理，有必要加强国际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

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并争取到国际组织中任职，争取中国教育在世界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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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ＥＳＣＯ与全球教育治理

唐　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前教育助理总干事）

今天的跨学科研讨会非常重要，出席者不但有教育界的学者、官员，还有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学者，

还有来自外交界的秦亚青院长，我们可以超越教育的边界，在更大的全球治理情景下来看全球的教育治

理。我对教育治理没有太多研究，但是我在教科文组织工作了２５年，其中最后８年领导了它的教育部

门，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这个平台参与了全球教育治理的实践。所以就我自己的实践经

验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角度对全球教育治理谈几点看法。

根据ＵＮＥＳＣＯ实践经验，全球教育治理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分析全球教育发展趋势，提

出新的教育理念，从而能够预测和指引全球的教育发展方向。第二是制定规则和标准。第三是制定全球

教育的发展目标，并监测各国实现这些目标的速度和进程。第四是推动多边和双边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智力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也就是ＵＮＥＳＣＯ在教育领域中的基本任务。全球

教育治理是不是可以划分成这样几个部分，不一定对，大家可以再讨论。

第一、提出教育理念。过去数十年来 ＵＮＥＳＣＯ发表过几个重要报告，１９７２年《富尔报告》提出了终

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理念；１９９６年《德洛尔报告》提出了教育的４个支柱，学会学习、做事、做人、共存；

２０１５年我们在准备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ＳＤＧ）的时候的《反思教育》报告提出了教育是“全球共

同利益”的理念。这两年ＵＮＥＳＣＯ正在准备一个新的报告，将于今年在１１月份发表，题目是《教育的未

来：学会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ＵＮＥＳＣＯ提出的对于教育属性的认知，从最开始我们认为它是一

项基本人权，后来又提出是一个公共产品、是公益事业，２０１５年提出了教育是全球的共同利益，这是

ＵＮＥＳＣＯ在理念上对全球教育治理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第二、制定标准和规则。联合国和ＵＮＥＳＣＯ在过去几十年一共制定过七部有关教育权利的公约和

人权宣言，其中ＵＮＥＳＣＯ制定了三部公约。同时，ＵＮＥＳＣＯ在这些年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建议。

ＵＮＥＳＣＯ还设有一个公约教育委员会，每两年都开会定期审查各国在执行公约和建议方面的进展和问

题以及挑战。ＵＮＥＳＣＯ的统计所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制定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这个实际上对世界各国教

育的统筹非常有帮助，在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１１年两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由全球１９０多个国家代表

重新做了更新，这是ＵＮＥＳＣＯ对国际教育发展做出的标准。

第三、确立发展目标，监测教育发展进程。１９９０年 ＵＮＥＳＣＯ和其他三个联合国机构在泰国宗滴恩

发起了全民教育运动（ＥＦＡ），十年以后在达喀尔建立了全民教育的６项目标，同年，联合国又制定了千年

目标，其中第二、第三个目标都是有关教育。２０１５年，联合国在设计可持续发展议程中，１７个目标中的目

标四是教育，ＵＮＥＳＣＯ领引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又制定了一个ＳＤＧ４指标体系，并通过每年发表“全球教

育监测报告”监测各国从现在开始到２０３０年为达到ＳＤＧ４的目标所做的努力、遇到的挑战和问题。

第四、促进各种交流合作。ＵＮＥＳＣＯ提供智力和资金的支持，推进全球合作、区域合作、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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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合作，这些是ＵＮＥＳＣＯ和其他国际机构一直在努力促进的。就多渠道筹集资金而言，ＵＮＥＳＣＯ计

算过，所有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想在２０３０年达到ＳＧＤ４的目标，每年资金缺口大概是３９０亿美元，在疫情

之后这个数字又大大的增加了。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筹集资金？“全球教育资金”（ＧＰＥ）是由几个联合

国机构、一些发达国家和７０多个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一个伙伴关系平台，现在已经成为助力各国ＳＤＧ４达

标的一个变重要的筹资平台。

中国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既是为人、也是为己。为人，我们应该在国际社会履行大国

责任，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大国的责任，为全球各国的利益积极参与治理、制定

规则。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只要援助发展中国家，还要坚持与西方

国家的教育交流，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两个目的。

就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而言，目前的国际环境不是很好，尤其是现在的中美关系。虽然美国讲对

抗、竞争、合作，实际上所谓合作也是为对抗与竞争服务，所以中美对抗是今后几年的主调。美国根本不

相信中国是和平崛起，没有换位思考的概念，认为就是要和他争霸。这种形势和环境对国际教育交流的

影响很大。最近美国参议院出台了创新战略法案，要调查包括教科文组织在内的４０个国际组织，调查中

国做了什么事、有多少高级官员、给了多少资助、采用了什么战略让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战略发展的需要。

美国现在是处处打压，包括国际组织，这是我们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要面对的比较严峻的挑战。

西方国家对与我们的教育交流制造了很多限制，以国家安全的借口，有很多打压。但是教育交流也

不是完全没有作为。首先西方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很多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就不完全一样。另外毕

竟教育交流相对国际上的政治交流意识形态的敏感度相对低一点。

面对挑战，我认为我们第一要带着中国的经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对于教育理念的讨论与规则的制

定。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作为大国，我们有我们的分量，同时不单代表我们的利益，也要代表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进行理念的讨论与规则的制定。

第二是积极利用各种平台参与全球多边教育合作与交流活动，我建议政府部门即使面对挑战也要更

积极的参与，可利用的各种平台，不光是ＵＮＥＳＣＯ，还包括其他很多联合国机构也有很多教育项目、全球

和地区的教育专业学会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平台。

第三，强调全球教育治理的合法性，学习美国人抢占道德高地，不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又会被指

责说跟美国争霸。道德高地是什么？就是２０３０年要实现ＳＤＧ４的目标，这是２０１５年全球１９０多个国家

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制定的共识，并不是中国要推动什么东西，我们推动的是全球的一个共识。所以

一定要宣扬ＵＮＥＳＣＯ提出的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第四，更积极推动跨国教育合作，包括南南合作，同时开启一些南北南合作的范例。比如当年中国通

过ＵＮＥＳＣＯ和挪威一起支持非洲的高等教育发展，把西方国家拉进来，以南北南合作的方式支持发展中

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做法，也是各方多赢的局面，所以南北南合作应该需要下更多的工

夫，引导国际社会集体应对人类面对的挑战，特别是这次疫情的挑战。

第五，更加积极地推动与西方国家大学的合作与人文交流。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对与我们的教

育交流有很多限制，但是西方大学的研究大部分毕竟是基础研究，真正敏感军事方面的东西不多，而且大

学强调学术自由，大学教授通常都很反感政府的管制，可以进一步推动和他们的教育与科研合作。特别

是今天中国已经有不少世界水平的大学或者学科，包括清华，可以和外国的大学平等交流，相比４０年前、

３０年前中外大学的合作与交流来讲，外国的受益更多，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他们来学习。同

时通过推动与维系这种交流，有助于调整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为我们营造一个友好环境，其意义也超出了

教育合作的范围。

总之，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方面可以有很大作为。我们应该履行大国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也是为

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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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中的教育责任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研究研究者、一个在国内高校做了多年教育工作的教育实践者，我结合这两个方

面谈一下全球治理与教育责任。我主要想从问题方面谈。毋庸置疑，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全球教育治

理这些年来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挑战也十分严峻。这里主要谈三个问题。

第一，全球化时代与全球性问题。冷战结束后，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规模前所未有，幅度前

所未有，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以前也有过全球化的类似情况，包括高度的相

互依存等，但这一波全球化确确实实使地球变“平”了。全球化使全球经济连成一体。经济全球化始于发

达国家，但是它把全球经济打通了，新技术发展、互联网出现等使世界权力分散开来。经济大幅度的突破

也带来了全球总体经济福祉的上升，在这几十年之中，世界上的大部分经济体都获益，尤其是新兴发展中

国家，利用全球经济相对开放带来的优势，抓住机遇努力发展自己，其中表现最为出色的应该是中国。

在这个大潮之中，在全球经济大幅度上升的过程中，全球性的问题随之而来。全球性的问题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问题，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而是伴随全球化而来、对整个国际社会和整个

人类带来的共同问题。可以说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全球化依然会继续发展，但全球化的形态会有

变化，全球性问题也会继续出现，因此，全球治理也依然是整个世界的重大需求。

这样就出现了“地球村”的说法，中国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人把这个

时代称之为跨国威胁的时代。２００４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高级别名人小组，发表了《建设

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Ｏｕ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报告，其

主题是威胁、挑战和变革。报告把当时全球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分为贫困、流行病、环境恶化、国际国内

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传播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几大类。从现在看来，报告的这些分类依然是正确的。

报告还对当今世界做出了几个再定义。首先是重新定义了时代，把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作为时代的重

要标志。其次重新定义了威胁，将主要威胁从国家间安全威胁重新定义为对所有国家、人民产生的共同

威胁。三是重新定义集体安全。联合国成立一个重要的理念是集体安全，但集体安全的初始定义是国际

社会共同反对一个国家的侵略行为。该报告把集体安全重新界定为保护所有国家免受共同威胁。对时

代的重新定义、对威胁的重新定义和对集体安全的重新定义，是这一报告的重要贡献。

第二、全球治理赤字与民粹现实主义的兴起。全球化发展到现在，全球治理赤字不断积累，并且越来

越大，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不断出现，并且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我们想一想，２００４年报告中提出的这

几个重大领域，哪个领域得到了有效治理？ＷＴＯ谈判先前的多轮判，几个月甚至几周就完成谈判了，但

现在已经进入僵死期———本来预计２００５年完成，但现在依然没有任何结果。贫富差距在加大、反恐似乎

是越反越恐，全球性和跨国性问题接踵而至，原本为治理而建立的国际制度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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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和跨国性安全威胁的不断出现，标志着全球治理制度的低效，已经不适应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治理赤字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是非常大的，人们开始觉得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贫

富差距既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新

冠肺炎疫情更是一个明显的全球治理失灵的例子。出现全球公共安全卫生领域百年不遇的重大安全威

胁，本来国际社会应该协力合作，共同应对威胁，在国际治理制度协调之下克服难题，但实际情况却是各

自为政。面对全球治理赤字的严重性和全球治理制度的低效性，出现的一个基本反动就是民粹现实主义

的兴起，表现为权力政治崇拜、国家中心主义回归、自我利益意识强化。特朗普竞选有一句令人吃惊的

话，他说“美国主义不是全球主义，才是我们的主义”。我们不是说国家利益不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

国家利益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但是，特朗普的思路是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对立起来，这才是问题症

结所在。权力政治、国家中心主义、国家利益至上，表现出民粹现实主义的强势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对全球治理赤字和全球治理失灵的一个反动，也是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三、教育的责任。全球教育治理这些年确实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全球教育的沟通、交流、互学互

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相比之下，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差距还是非常之大。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教

育到底需要担负什么责任这一重要的问题。

当今世界出现了两个跨越国界的社会。一个是国际社会，它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有它

的游戏规则，有它的利益考虑，有它的权利意识。另一个是全球社会，这就是地球村的概念，也是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两个社会如果在一种协调治理之下，应该是相互合作、相互融

合。但现状是两个社会分化甚至对立。特朗普把美国主义和全球主义对立起来，表现了一种零和思维。

一方面全球治理非常需要教育全球化，要求教育成为全球社会的教育，要求教育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

加通达，要求全球教育治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身份政治导致的分裂态势。到底

是全球社会公民还是国际社会成员？成了一对对立的矛盾。这就涉及全球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

２０２１年初我应联合国秘书长之邀写了一篇关于全球治理的文章，在建议中写到教育。全球治理教

育是根本，不把教育先做好，全球治理是做不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大学等联合国教育机构，

对教育尤其对青年人的教育，到底需要以什么理念作为支撑？这指的不是具体的教育计划，而是以什么

教育理念思考、设计、实施全球教育治理。这种意义上的全球教育治理需要我们做出重大努力来推进，包

括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ＳＤＧ４。我们要看到，在全球社会这个层面而不是国际社会层面，教育理念是

什么、它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弱势地位？全球性教育到底有没有到位，到底有没有考虑到全人类是一

个共同体、每个人和每个民族都是人类的组成部分？人类共同体意识到底在教育中有没有反映，它是如

何跟国家教育结合在一起、还是使两者成为矛盾的对立体？这是几个全球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

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教育治理首先要考虑的是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是考虑技术性教育治理背后的意识、

思想和理想。如果说全球治理需要有仰望星空的理想，教育就是仰望星空的理想之源。

这就涉及全球教育的使命和责任问题，重点有三。其一，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教育思想。这指的不是

技术层面，而是首先要在意识和理念层面解决问题，人类到底是不是一个共同体，相辅相成、互为生命，还

是一旦出现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危机就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其二、构建天人共同体的教育理念。到底

我们应该和自然怎么相处、到底自然和人类是不是一体？人类是共同体，天人也是共同体。第三、一定要

通过教育树立全球社会的公民意识。我们都知道当年民族国家兴起发展的时代，教育是发挥了多么重大

的作用，正像我们可能都读过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那篇文章是关于民族国家意识的教育，使每

个人都有很深刻的感受。那么全球社会的公民意识怎么去培养、怎么去教育，这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

球社会应该考虑的重大问题，也是全球教育治理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变革时期，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全球化在

持续发展。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会带来更多的全球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的根本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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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如何型构社会预期？

张　静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我们已经是一个教育大国。在过去的１５０年中，中国受教育者从未达到今天的规模，教育对于社会

流动的影响几乎是支配性的。根据社会学者的研究，１８６５－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７０％的学

生是官员或者士绅子弟；１９０６－１９５２年，超过６０％的学生是地方产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

三角地区；１９５３－１９９３年，超过４０％的学生来自普通的工人家庭；１９９４年以来，超过５０％的学生来自各

地区的中产家庭和重点高中。①显然，目的是选拔精英的教育，已经转变成面向大众的普及教育，这是一

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但是对照全球教育的发展目标，中国的教育理念是否适应了这种转变呢？这几天高中和职高各５０％的

分流试点政策，引起社会的不安。大量父母担心子女就读的中学被划入职高，中断孩子进入大学的路径。

为何非要进入大学？因为在中国，大学文凭是一次未来身份的筛选。文凭大致可以作为标识，确定人

们初次进入社会时的基本位置———职业、阶层、地点以及社会地位。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但却可能通

过获得文凭改变自己的未来。在重要性上，文凭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一向超过作为技能掌握的意义。在

人们的评价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不是优越于官吏，通常在社会地位上也被认为是与之平等的”②。

以筛选精英为目标的文凭教育，激励了一元化竞争的受教育动机和评价。无论对这个专业有兴趣

否，自身适合否，人们都必须在筛选中赢，取得进入某种更高身份结构的资格。这种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设

置，不是产出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而是产出和普通劳动者不同的人。所以当毕业生落入普通劳动者

阶层时，就被认为是不正常，会引起社会广泛的议论。

这和历史非常相像：只有受过教育者可以入选为“师”或者“吏”的后备，他们的身份显然区别于一般

的劳动阶层。在社会分流中，脑力和体力的职业差别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不同，更代表着社会身份不同。

这种身份在获得教育文凭后就确定了，其后不会消失。看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家境破落到生活无着的地

步，身份却还是一个读书人，自视与其他的劳动者有别。还比如，在袁世凯等上奏的“立停科举，以广学

校”之“妥筹办法”中，官员们特别建议清廷，在取消科举时必做的一件事，是对“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

予出路”③。可见，学历虽可消失，但身份不可不延续，那些曾经科举确立了功名者，其地位理应被朝廷和

社会承认：即，旧式科举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层进阶，科举改革虽废除了旧知识之有用性，但并不因此使

得旧文凭持有者失去身份资格，所以须安排“出路”。

在这里，教育的角色，相当于是社会结构的门卫，控制着流动的社会身份分类以及再生产。正因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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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才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教育变革，客观上都曾改变不同人群的位置、职业和升迁路径，

盖因为文凭具有变动不同人群之机会结构的效应。可以列举的，有科举制度的改变，这一举措曾切断了

知识群体向官僚群体流动的固有格式，知识群体预期的机会结构和事业晋升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①

这就是为什么在取消科举之后，整个社会的大变动随之发生。

这个基本现实，在今天还是没有大的转变。文凭提升社会地位并非仅指经济收入。它还包括更多的

内容：有资格和机会进入的职业，有资格享用的政策特权（进入体制内，有福利保障），以及有资格享有生

活地域的选择、工作稳定性、社会声望、资历的可积累性调动等等。显然，这些方面无法用金钱购买获得，

经济收入高并不能代替社会地位高，后者须经过教育文凭获得。因此才有相当多的小企业主抱怨，自己

虽然赚了钱但还是社会地位低。近年大量的毕业生蜂拥进入公务员考试，也不是仅仅在追求收入———实

际上很多市场单位比公务员收入高———他们是在期望获得体面身份和受尊敬的职业，这也与社会地位考

虑有关。由于教育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这一特殊关系，很多人把自己晋升身份的障碍归因为学历，这一认

识进一步巩固了文凭与社会地位预期的关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未来从事体力还是脑力工作，差别

在是否经过大学以上教育。

令人惊奇的是，经由文凭获得地位，赢得安全和尊重，避免成为“劳动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因过往几

十年的“平等”教育而减弱。人们还是习惯人等的社会分类，力图与他人拉开距离，比如名片的抬头普遍

愿意列出学历和职位，以显示较高的身份。文凭成为社会分类的前奏，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还做

与从前同样的工作，就会有浪费或丢人之感。大学生村官也必须用种种优惠政策推动，否则响应者少，原

因是很少人认为，村官是大学生（身份）应当从事的工作。他们反问，如果要做村官，为何还要上大学？上

大学难道不是为了离开农村吗？很明显，这些基层性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并不符合大学生对自己身份的

预期，在学生心目中，取得文凭后进入更高级的单位或更大的城市是理所当然的，有文凭者与干部任职一

样，终生可用，而且只能向上、不能向下流动，文凭越高就应离基层越远成为共识。在城乡二元体制短期

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文凭几乎是改变农民身份的首要途径，文凭教育也成为拖延就业的蓄水池，很多人

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意进入社会基层。

这些行为源自高等教育对于身份预期的生产，它让受教育者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身份，有资

格进入更高的社会结构位置。教育产出的社会身份“提升”预期，如果能够与社会实际的地位结构相符

合，尚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二者背离，托克维尔所言“教育的缺点”就会发生。②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正

是，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进入社会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普通劳动者。市场需要的劳

动者与教育制造的身份预期有极大错位，大量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地位确定。在这

种情况下，社会预期的稳定秩序被“扰乱”，就并非是个人、而是群体和结构性现象。而高学历教育的扩张

政策，以及筛选人的文凭教育之等级理念，实际上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③ 从政治社会学视角看，社会预

期的不确定性，其实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当然也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

这些现象，对于社会治理政策提出的问题是：由于教育生产社会预期，所以教育的目标和社会预期的

管理有关。因为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决定了教育的产品———也就是一代一代年轻人的追求，他们追求身

份地位还是追求成为掌握技能的劳动者。这提示了，从社会治理角度着眼，需要反思教育的基本理念和

角色问题。因为教育在本质上，影响着国家未来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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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Ｍ］．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５２－５３．
托克维尔曾在自己的访美日记中写下如此感想：“在欧洲，最令我们头痛的是那些出身低微又接受了教育的人，教育
使他们产生了离开本阶级的渴望，却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但在美国，教育的这一缺点几乎没有出现，教育总
是提供致富的必要手段，并且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问题。”（托克维尔，２０１０：３８）此观察虽冷峻，但真实，值得思考。
张静．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０，（６）：４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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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小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

拓展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视野

张小劲

（清华大学　政治学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教育是一项社会权利，是一种公共品，是一个公共领域，这已经是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

比较的角度言之，在各项社会权利之中，在所有的公共品系列之中，在所有的公共领域中，教育实际上是

一种超级权利、一种超级公共品、一个超级公共领域，并因而是一个超级宽泛的、人人得以闻之且言之的

公共话题。更确切地讲，在现代社会，教育具有穿透性、渗透性和通透性的三大特点。教育的穿透性，是

指教育从纵向来看实际上穿透了整个社会，穿透了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代际，从耄耋老者到学语儿童，无

不始于教育而终于教育；教育的渗透性，是指教育从横向来看渗透进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种族群，从精

英到大众，从学者到文盲，无不见容于教育或受限于教育，受益于教育或受损于教育；教育的通透性，则是

指教育从主观认知来看是为社会性的体验和体认，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教育，都是教育问题的

利益攸关者，因而所有人都有资格对教育问题发言和表达意见。更不用说从大学教师的角度、从专业和

职业的角度更深入地讨论教育问题，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妥当的。而今天的会议，在这里讨论全球教育

治理问题，尤其强调以跨学科的理路处理跨学科意义上的教育问题，组织者的用意和安排有深意在焉；各

位学者的到场和发言也同样体现了个中深意。

顾明远先生不仅是最为资深的教育学者，而且是国际全球教育的参与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

联合国席位后最早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的中国教育界代表之一，更是属于最初的“闯入者”，而后

又成为全球教育研究的倡导者和扩散者；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的唐虔

先生，不仅长期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而且成长为全球教育治理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的经历以及据此写下

的《我在国际组织的２５年》一书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他们两位的工作以及后来者的传承，应该可以为中国更主动、更积极和更有效地参与全球

教育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良好基础。两位前辈的努力，可以使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实践转化为可传授的

知识，真正能够为后来者所习得。其他几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讨论了全球教育治理问题，向我

们展现了有相当深度的专业思考，贡献了极具启发意义的学术洞见。

我想“全球教育治理”可以看作是全球、教育和治理的三个关键词的错位叠加，至少可以形成有六种

构词形式；但在金字塔式的形态中，却可以看作是教育、全球教育和全球教育治理的延展和扩大；这实际

上正好可以用来排序上述学者的发言。

首先，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教育，这也本次会议是最为核心的主题构成。在张静教授的发言中，我们

可以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认识。过去我们强调教育有塑造社会的作用，更多的是强调教育对受教育者的

知识塑造和精神塑造，强调教育在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功能作用。但是按照张静教授的说法，尽管她

讨论的主题是社会预期问题，但实际上指证着现代教育具有非常深刻的构造社会的作用，教育的核心效

应、延展效应和溢出效应远远走出了教育领域，我们的社会分层及其相关认知和评价都是在教育进程中

·９·拓展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的视野



形成的，进而又构造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包括物质层面的形态和实体样式的基本特性。因此，教育对社会

变迁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中国的历史变迁进程实际上就是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国走向现代化就是始于教

育的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同样始于教育的改革开放。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谈论清末民初的学

校学制学程学科改革，还在追忆１９７８年的恢复高考及其盛大且深刻的社会反响，还在探讨走向世界和争

取世界一流的路径和方略。这也就是教育较之其他公共品、公共领域和公共话题有着更加深刻和更加广

泛的意义的道理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而我们不能不以升

维的方式展开教育问题的探讨和分析。

其次，处于中间层的是全球教育。全球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跨国交流和全

球联通的基础和条件，不仅仅是功能性、功利性的设置，其间还内含着一种全球教育结构的不平等，以及

从不平等走向平等或者说突破不平等的可能性。这是王正毅教授在讨论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时所给出的

意见。按照他的说法，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中国教育相对于核心区是属于边缘地带的，但相

对于更边远的边缘地带，中国教育又正在走向核心区。尽管他没有确切地说明核心与边缘之间是一个巨

大的空间还是仅仅的一线之隔，中国教育究竟是越过了初始界限还是徘徊在二者之间。但他描述了中国

教育的复杂处境和两难局面。一方面，中国教育拥抱全球教育、融入全球教育且从中受益无穷，中国改革

开放的道路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建立在教育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未来的

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也必将是开放的；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教育也处在如何保持本元本性本色的焦虑之

中，处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多重撕裂之中，处在如何将自身教育发展的特色经验概括为共同价值指向的

疑惑之中。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提升，这种焦虑、撕裂和疑惑不减反升，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我们

也必须认识到，近４０年来乃至百年来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其实对此已经给出了有益的提示：中国作为全

球教育的后来者，不仅受益于全球教育的发展，而且以自身极其迅猛的发展贡献于全球教育。全球教育

与中国教育不再是区隔的，更不是对立的，二者的融汇和交集才是主干和主流，多样性生于趋同性，趋同

性孕于多样性。因此，我们更要公正地评价中国教育介入全球教育的经验和成就，以及全球教育施惠于

中国教育的过去与未来。

最后则是全球教育治理问题。这实际上又是全球治理的一体两面问题。也就是说，从教育、全球教

育再到全球教育治理，从治理到全球治理再到全球教育治理，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认知，这两个脉络

实际上都是交织在一起的。秦亚青教授的发言告诫我们，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势不可挡，但仍然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因为全球治理制度赤字造成了全球治理赤字，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层出不穷，在各个国家、

特别是主要国家又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危机，这反过来又在全球层面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威胁。在这种

场景下，全球教育治理却颇有“一技独秀”的感觉，理想主义的热情和已有的治理经验共同驱动着全球教育

治理的进步，尽管相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和压力仍属乏力乏术。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不能不期待有能够

解决全球问题和跨国威胁的全球治理，而这种全球治理必然要建立在全球教育治理的基础之上。从目前来

看，我们正在不断学习和反思，我们至少已经积累了更多的器物层面的思考和实务操作的经验，但仍然存在

一个巨大的空白或缺口，即秦亚青教授提到的在全球教育中如何深刻认知和塑造全球教育理念，如何将人

类命运共同体、天人（自然与人）共同体、全球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演化成可传授、可扩散、可内化的教育

理念及其进程。这也就是谢维和教授在会议致辞中提到的，教育关乎着世界和平、国际大同、全球和谐。

这当然意味着，我们要基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百年来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和４０年来的改革开放

历史，来认知全球教育需求，并且推出中国教育理念在全球层面上的认知。中国有丰富的教育经验，但要

采用更加宽泛的、超越教育领域的思路，思考教育层面、教育领域内、教育机构当中具体的方法、通行的理

念，在国际领域或者社会领域的视野中认识教育的层次上提出那些理念。易言之，教育不再是一个如何

对待年幼者年轻者的问题，不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人与

自然之间的、跨越洲际的社会和族群之间的重大命题。

·０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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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阚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浙江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组织与

全球教育治理．
①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７．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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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０，”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Ｒｅｖ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ｅ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Ｃｏｌｌ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Ｗｉｓｅｍａｎ
（Ｂｉｎｇｌｅｙ：Ｅｍｅｒａ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２），１１５．

反思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三重动力与二维路径

阚　阅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一、国家、国际组织与市场：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动力因素

尽管在詹姆斯·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所提出的“权力空间”（ＳＯＡｓ）中，影响事件进程的是多种来

源的权威。但在全球教育治理的格局中，国家、国际组织组织和市场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其中重要的动

力因素。

首先，对于国家而言，国家是全球教育秩序与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倡议者、推动者和建设者。而制度

是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国家在推动全球教育治理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教育

制度的国内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内部制度安排与国际制度安排相比，已经不具备解决大范围全

球公共问题的优势。这也是国际制度安排对国内政治形成越来越强大改造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①从宣

示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世界人权宣言》（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到将教育作为

服务贸易一个门类的《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这些国际制度都对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教育

体系和教育政策的形成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二是国内制度国际化。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占据绝对政治和经济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内制度创

新也会成为国际制度建制的重要参考。正如有研究指出的，经济帝国以其极为隐蔽的方式构筑的“中心

－外围”体系，成为刻画现代世界政治经济重要的特点，而这个大厦的核心，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以

其国内制度为蓝本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安排。这些国际制度在普世主义的旗帜下，烙下的是西方国家

特色的自由、民主实质。②再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世界银行一直在响应美国政府的压力，扩大

其对私营部门和发展的关注，并在８０年代后期成立了私营部门发展审查小组。该小组于２００２年设计并

发布了《私营部门发展战略》（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并提出扩大世行对私营提供的教育

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支持。③

其次，国际组织在当代全球教育治理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引人瞩目。全球治理的主体尽管很

·１１·反思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三重动力与二维路径



多元，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就当前全球治理格局而言，国际组织

仍是国家之外最重要的治理行为体，是治理过程中最积极和最主动的参与者，也是国际和平与秩序最有

力的间接维持力量。① 斯蒂芬·鲍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ａｌｌ）将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称之为“政策流行病”（ｐｏｌｉｃ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而其正是由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等强力机构来“传播”的。它吸引着不同信仰的政

客，并且已经深入到许多学术教育者的“假定世界”中。② 约翰·梅耶（Ｊｏｈｎ　Ｍｅｙｅｒ）等研究也表明，国际

组织的确非常重要，对教育模式的全球扩散产生重大影响。③

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国际组织开展在教育政策制定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使得教

育政策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④ 以世界银行为例，基于其强大的贷款能力、有说服力的知识生产和跨国政

治影响力，世界银行已成为发展教育领域的一个关键的全球治理行动者。世界银行不仅是当今国际教育发

展最大的单一融资机构，同时也是它最有力的思想库（ｉｄｅｏｌｏｇｕｅ）和监管者，并传播一种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的

新的公共教育应该如何组织的观点。⑤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教育政策议程变得越来越广泛和复

杂：它从向教育系统提供基本的物资开始，现在正致力于通过雄心勃勃的系统性改革提升学习成果。⑥

又如通过国际学生评价项目（ＰＩＳＡ），经合组织扮演了一种新的制度性的角色，即全球教育治理的仲裁

者，同时充当了世界学校体系的诊断者、裁判者和政策顾问。⑦ 此外，世贸组织（ＷＴＯ）及其《服务贸易总

协定》则顺应了某些领域教育服务快速扩张的需求，为教育服务的跨境提供创造了机遇，同时教育服务提

供者也为更自由地进入教育市场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该框架在使私营跨国公司权力形式的扩大与合

法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⑧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私营部门和市场成为推动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当今世界，服务贸易是最具活力的增长领域之一，占全球贸易总量的２０％，占经合组织发达国家ＧＤＰ
的６０－７０％。⑨ 同样明显的是，教育服务贸易也具有巨大经济价值。据估算，如果从教育等公共服务中

创造新市场，并加以私营化的运作，其价值约为１３８７０亿美元。瑏瑠 可以说，《服务贸易总协定》为教育的放

松管制和私营化提供了政治和法律框架，从而使教育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可交易的商品。瑏瑡 而且，私营部

门对市场扩张和利润积累的关注也正在改变教育的内容和过程。在此方面，麦肯锡公司（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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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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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ｎｙ）、桂冠教育公司（Ｌａｕｒｅ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培生公司（Ｐｅａｒｓｏｎ　Ｐｌｃ．）、剑桥国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和兰德公司（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等跨国公司的作用值得关注。①

在过去１０年中，国际机构之间的政策协调程度不断提高，其教育授权主要围绕着所谓的“市场多边

主义”（ｍａｒｋｅｔ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展开。自称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私人医疗和教育领域最大的多边投资

者”②的国际金融公司（ＩＦＣ）认为，私营部门的主要作用在于扩大提供教育服务以及教育资金。国际金融

公司目前是世界上资助私立教育的最大的多边机构，其当前的中期投资战略是开放非洲和中东的“前沿

市场”（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③ 国际金融公司对私营部门教育项目投资的诸多案例表明，市场多边主义被认

为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部门加强能力建设、实现知识经济的基本逻辑。这些案例也表明了国际金融公

司的态度和立场———自由贸易和私营部门投资被认为是增长、繁荣和减贫的基础。④

二、人文主义与经济主义：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现实路径

在多重动力作用下，全球教育治理发展呈现出价值观和世界观迥异的二维路径，即由主要发达国家

通过金融类或排他性国际组织推动市场规则的经济主义实践路径，以及主要由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合作

和智力合作类国际组织保障教育权利的人文主义实践路径。

对于经济主义路径而言，其思想和政治基础在于深入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过去几十

年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规范早已嵌入于当代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之中。特别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标

志的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包括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在内的私营化、市场化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

自由化。新自由主义不仅深刻塑造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而且在全球教育治理上同样烙

下强烈印记，主要表现为强调私营部门的作用，放宽宏观管理政策，削弱或不主张赋予政府网络等过大权

力。⑤ 从经合组织、欧盟（ＥＵ）和世贸组织推动的全球教育治理发展路径来看，其治理工具和手段不仅是
“防御性”（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的，因为他们的项目或活动旨在帮助政府做好教育“防御”，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的高度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规训性”（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的，因为它们促进了一些国家公共政

策中新自由主义方法的传播，特别强调教育服务的市场化和利用跨国比较来显示精简政府和改组公共机

构的相对效率。⑥ 同样，在“教育自由化”时代，世界银行主张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收

费促进资源的筹集，以“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加收入”。⑦

与此相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通过全民教育（ＥＦＡ）等倡导和推动的全球教育

治理是由基本的人文主义所指导的。教科文组织力图促进教育、文化、科学和传播领域的合作，以提高人类

应对变革压力和充分利用变革所提供的机会的能力。在考虑２１世纪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时，这一使命显

得尤为重要。在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莲娜·博科娃（Ｉｒｉｎａ　Ｂｏｋｏｖａ）看来，今天的挑战是基于尊严、平等和

尊重等基本价值观，建立一个持久和单一的包括所有人的人类社会。教科文组织的作用在于弥合全球治理

·３１·反思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三重动力与二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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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差距，支持在全球化的裂缝中缺失的、对我们共同未来至关重要的公共物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① 教科

文组织在《反思教育》中进一步提出，鉴于当前迅速变化的现实，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指导教育治理的规范

性原则：特别是受教育权和教育是公共物品的观念。同时，教育和知识应被视为全球共同利益（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ｓ）。知识和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原则，受到基于我们共同人性的团结价值观的启发，对不同利

益攸关方的作用和责任产生了影响。②

由于地缘政治权力斗争和政治经济的转变，全球教育治理在上述两个路径发展的态势出现严重的偏

差。教育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正从教科文组织向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转移。特别是经合组织几乎取代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协调教育政策的中心论坛。③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教科文组

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作用的下降，也因为教科文组织所代表的本体论人文主义在“思想斗争”中失去了地

位。实用主义经济世界观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与教科文组织有联系的人士的极大关注。埃德加·

富尔（Ｅｄｇａｒ　Ｆａｕｒｅ）认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之间的“意识形态障碍”。雅克·德洛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ｌｏｒｓ）也指出，他的目标是将教育从市场的控制中拯救出来，并在“一场思想的战斗中恢复联合国

系统的理想主义起源”。从目前全球教育治理的发展来看，虽然教科文组织“输掉”了这场斗争，但作为唯一

一个仍在反思全球不平等、教育目的和其他发展愿景等问题的组织，它仍需要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④

三、何去何从：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若干反思

在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教育治理进入到全新阶段的今天，我们需要对过往的历史做出反思，以为

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虽然全球治理的历史的确不太长，但我们的错误在于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的历史作为全球治理的历史，以至于我们一方面竭力进行全球治理，另一方面又延续此前的错误。⑤ 全

球教育治理存在的问题同样如此。至少就社会正义而言，教育促进发展的新的全球治理仍有许多需要改

进的地方。⑥ 西方的私营化、自由市场和开放资本账户的观念受到了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国家控制的发展方式的挑战。⑦ 既有的“经济”而非“人文”，“贸易”而非“援助”的全球教育治理模

式，着眼于新兴市场、利润和创新的金融化形式，以确保教育市场的创造和生存能力，将进一步加深不平

衡发展。这种情况也只会加深目前知识鸿沟的宽度、广度和深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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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治理的哲学基础与正当性

谢喆平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概念最早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领域，９０年代始

作为公共事务处理的新模式和新工具的指称进入了国际组织文件。世界银行１９８９年提出“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委员会１９９２年发表《我们共同的家园》报告。作为概念和作为实践的全球治理自那时以来迅速

成为研究热点，尤以１９９５年《全球治理研究》杂志的创办为标志。“全球治理”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因素，

即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不断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产生了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治理需

求。全球治理引发关注和持续走热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权力在国家间的流播扩散以及不同国际行为体之

间的多样配置，其现实背景则是冷战解体后世界格局的改变和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发展。全球治理已经

成为“游离于国际关系领域内外的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成为多学科相互交叉、共同面对的研究主题和永不

凋谢的 “理论酝酿”（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①。

“全球教育治理（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是全球治理的新形式（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②但

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仍相对少见。而主要限于教育政策和跨境教育等特定主题，但跨境教育体现的

是全球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但难言已构成了全球性挑战。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拓展了全球教育治

理的研究取向，因为疫情带来史无前例的全球教育挑战已是定论。如何在疫情后时代回答和解决疫情带

来全球教育挑战，成为需要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的重要主题。

一、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

教育并非是高政治性的议题，不属于传统安全的范畴，教育治理与资源、环境、人口问题等非传统安

全领域的治理含义完全不同。但教育有政治性的含义，教科书和课程等意识形态性教育活动对国家认同

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所带来的八个挑战中，即包括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因为全球化对

民族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传统、文化、价值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有时甚至影响到国民的身份和利益。③全

球教育治理不仅需要回应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国家认同问题，还需要回答全球性危机带来的全球命题，即

如何构建和传递对人类共同体认同的知识。全球教育治理指向全球主义视野下的教育本体论建设。“教

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奠定了全球教育治理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

联合国１９４８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教育类国际文件的制定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

明文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

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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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

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

利。”①《世界人权宣言》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所制定的教育

公约和教育标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实践，均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哲学基础和正当性来源。

但宣言并不具有国际法约束力。因此，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七部有关教育人权的国际公约，其中四部

由联合国制定，三部由教科文组织制定。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后续文件，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两项基本人权公约，包含了教育人权。《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规定，“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受教育之权。缔约国公认教育应谋人格及人

格尊严意识之充分发展，增强对人权与基本自由之尊重。缔约国又公认教育应使人人均能参加自由社会积

极贡献，应促进各民族间及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间之了解、容恕友好关系，并应推进联合国维持和平之

工作。”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则对妇女和儿童的受教育权进行了明文规定。

《反对教育歧视国际公约》是第一部完全

关注教育的国际公约。该公约重申教育是一

项基本人权，各国有责任落实无偿义务教育，

明文规定“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不歧视原则

并宣告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尊重各国不同教育制度的同时，不

但有义务禁止任何形式的教育歧视，而且有义

务促进人人在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和待遇平

等。”③自１９６０年在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上通

过以来，《反对教育歧视公约》一直是教科文组

织在教育领域内最为重要的规范性文件之一，

被认为是《２０３０教育议程》的基石，共有１０４
个会员国批准了该公约，是为全人类推动包容、平等、优质教育的重要手段。《技术与职业教育公约》和
《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是教科文组织基于《世界人权宣言》《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地位和内容进行了确定的两部公约。

《世界人权宣言》和七部国际公约以国际法形式明确了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关于承认高等教育学

历与资格的建议书》（１９９３）、《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书》（１９９７）和《关于科学和科学研究人员

的建议书》（２０１７）等均以之为依据。受教育权是一项“授权性权利”（ａｎ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教育首先是

人的应有权利，其次是法定权利。④ 受教育权是享有和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正如斯普林格（Ｊｏｅｌ　Ｓｒｐ－
ｉｎｇ）所指出的，“一定水平的教育是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是首要人权。”⑤全球教育治理的哲学基础

正是关于受教育权的“人权首要论”。当前，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教科文组织在多

部关于教育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中一再确认，教育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受教育权是实现其他

形式人权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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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是一项共同利益

一般而言，全球治理的经典理由基于如下两类情形：第一类具有全球公共品性质，是全球公域问题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第二类是邻为壑型政策（ｂｅｇｇａｒ－ｔｈ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① 但是全球教育治理显然不是

以邻为壑问题。教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共同事业，涉及能否保障每个人充分发展个性、

享受基本自由的权利，个人权利构成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整体，教育有责任为保障这些权利提供条件。２０１５
年，教科文组织发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提出教育是全人类的共同核心利益，指

出“各国政府有向公民提供教育机会的责任，知识和教育应被视为一项全社会的‘共同利益（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② 共同利益是人类在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例如价值观、公民美德和正义感。

利益并不等同于物品，但具有全球性（ｇｌｏｂａｌ）和公共性（ｃｏｍｍｏｎ）。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教育也是一项

公益事业。③ 将教育从“一项公益事业”提升为“一项共同利益”，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也超

越了视教育为公共产品的经济主义定位，强调集体参与。《反思教育》报告是对教育本质的新认识。

《反思教育》强调国家的责任，认为教育是社会平等链条上的第一环，不应将教育出让给市场。教育

的本质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强调教育对人的本体发展的重要性，应根据环境的多样性以及文

化的多样性来对教育的“共同利益”进行解读。２０１９年的《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认为，“高等

教育既是一项公共利益，也是一项公共责任（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在２０２０年应对新冠肺炎的全球教育会议上也指出，“必需认识到教育‘是一项全球共同利益’”。

三、国家的教育主权

一般认为全球教育治理源自教育多边主义。④ 全球教育治理确实存在着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

体，但其教育权力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主权是一个国家绝对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权力。”⑤主权论是

近代国家学说的开端，将主权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为多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确定了独立且稳固的行

为主体。二战后，《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原则宣言》使国家主权原则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构成了维系现代

国际关系的基础。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构成部分，作为国家主权一部分的教育主权，是国家意志在教育事务

中的体现，不可分割且不可让渡。近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教育一直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全球治理并非否认国家主权，而是改变了 “非国家中心”即“社会中心”的传统的二元论思维，以促进

多元主体的合作为目的。全球教育治理的基础是对授予性教育权的承认。国家除了提供教育之外，还必

须是受教育权的担保人。从全球教育治理的历史进路来看，国家一直存在着政府间主义和非政府主义两

种策略的选择，但是主权国家始终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国际公约也须由各国政府签署承认其

法律效力。但是主权问题一直是全球治理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比如ＰＩＳＡ被批评“国家的教育事务

主权被大型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取代，公立教育从以塑造国家公民和社会团结为目标转变为经济需求和市

场导向。”⑥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挑战日益增多的时代，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有限度

地超越国家的传统政策，有助于提高全球公共性教育问题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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